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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何以增进社区治理效能？
———基于Ｑ市三个社区的案例研究

王印红　 李　 莉

【摘要】模糊性是社区治理的一个基本面向。推崇精确“数目字”的技术治
理、制度治理、法律治理，在基层社会的生活与情感秩序的互动中有时存在无
力感。当前社区女性工作人员占据数量优势，但既有的研究尚未对女性增进社
区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与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论文基于Ｑ市三个社区的田野观
察，挖掘“共情、细心、耐心、热心”等柔性因素并探究这些因素是如何匹配
模糊性社区治理场景并形成柔性机制的。研究发现：第一，鉴于社区在治理事
务、利益边界及话语体系等方面的模糊性，柔性因素似乎更适配模糊性的社区
治理场景。作为“行政末梢”的社区，既有行政的责任，更有建立党和政府与
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责任，在与民众的情感互动中，通过“感化、带动、精细
和信任”四重柔性机制，实现着“社会稳定”与“人民满意”的双重价值追
求。第二，更侧重情感交互、文化浸润、理解包容的柔性因素和机制是制度、
法律和技术等硬治理方式的有效补充，是建立人民满意政府的必要方式。第三，
在当前中国社区治理场景中，柔性机制显现出良好的治理效果，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当前社区治理中女性占据结构优势的原因，其具有的文化力量、情感力
量和治理价值应该被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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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１）０６ － ００６６ － １９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稳，则国家安。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整体布局中的基础性环节（王浦
劬、汤彬，２０２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了社区治理的重要
性。但当前社区治理仍面临多重困境，存在如治理任务繁重与治理资源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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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系统的强吸纳与公民弱参与、社区自治精神衰退与自治行动匮乏等现实问
题。社区作为一个复合共同体，不仅有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也有生活秩序和
情感秩序。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产生与维持多源于具有清晰边界的法律法规、
政策规定和技术标准，这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政府治理社会具有天然的刚性
（张海波，２０１２），普适性的“规矩”是高效和低成本的管理方式。但社区中的
生活秩序、情感秩序的维护通常不依赖于罚款、惩戒、命令等强制方式和统包
统办的家长式作风，一些诉求于法律、制度的硬治理方式可能影响社区和谐。
在“行政末梢”的社区治理中，由于治理事务、利益边界及话语体系等方面的
模糊性，“按章办事”的硬治理方式有时存在无力感。

国家和社会的边界是模糊的，正如翟学伟（２０１７）发现，儒家思想给我们
造就了一个“连续统”的社会。理性官僚制是重要治理工具，越向上，及至中
央政府，对一统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要求更高；越向下，地方政府与基层社
区则更需要关注群众需求，更需要重视与群众的关系互动，则对多元性、差异
性、灵活性的要求更高（如图１所示）。

!"#$ %&#$ '(#$ )*#$

+,

-.

/0

12

!
"

#

$
"

#

34

56

78

9:

;< =>

图１　 社区治理场景与治理方式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然而，百余年来，公共行政的主流价值建构在“工业范式”之上，对行政
科学与效率的崇拜超过对人际互动关系的关注。事实上，公共服务特别是社区
治理实践中充满了“情感劳动”，高质量的情感互动是群众满意的先决条件之
一，只做事不表达关爱会削弱公众信任。中国四十多年以来的市场化因素对公
共领域的渗透，使得社会群体对国家的疏离感加剧，迫切需要回应、消弭与缝
补（何艳玲，２０２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中国政
府的改革从行政审批改革切入，大量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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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政府。这些制度性和方向性的举措，不仅需要作为政府代理人的社区工作人
员的落实，而且需要他们与居民进行饱含情感的解释。笔者甚至认为他们是人
民满意政府建设的主导性力量。

斯蒂福斯（２０１０）认为，公共领域自建立之始就面临两条具有分歧的路线：
一条是官僚男性的科学导向，另一条是居家女性的关爱导向。性别偏差的研究
显示：公共行政领域中男性更侧重于领导与控制的工作，而女性更侧重于需要
大量投入情感的工作。据笔者多年来的观察发现，基层自治组织中女性工作人
员占比极高。资料显示，２０１１年广州社区两委换届时的女性比例高达８５ ５３％
（张翠玲，２０１２），上海社区工作人员的女性比例达到７０％ （刘建军、张兰，
２０１９），可以说社区治理实现了女性主导。如此高的女性比例是社区治理的偶然
呈现，还是其参与社区治理更有优势的必然结果？学者们对基层这一“亮丽风
景线”的成因与作用机制缺乏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

总之，模糊性社区治理场景需要柔性治理，人民满意政府的建构需要情感
互动，社区治理中的女性性别优势需要解释。基于此，本文聚焦的问题是在模
糊性社区治理场景中，女性是如何利用“情感互动”形成柔性机制，推动社区
实现良善治理的？为探究该问题，本文通过Ｑ市多个社区的比较分析，采用
琼·斯科特提出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审视社区治理中柔性因素的运用与作用
逻辑。

二、文献回溯与解释框架

（一）社区治理：从“硬治理”到“刚柔并济”
社区的概念最早见于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社区作为国家与社

会交互投影、多主体互构的治理单元，关乎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
（吴晓林，２０１５）。西方社区治理历经社区睦邻运动、社区消失、社区重现等阶
段，形成了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三者的稳定关系（吴晓林、郝丽娜，２０１５）。
治理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的发展增进了社区活力，这为中国社区治理实践与理
论研究提供了先验的理论解释与分析范式。

中国的社区治理形态历经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社区治理在国家与
社会之间实现着有序调试（陈伟东，２０１８）。本文将既有的社区研究归纳为三个
视角：第一，“三治”融合视角，即法治、德治、自治的融合。此方面的研究集
中在“三治”融合的内涵界定，及三者关系的辨析上。有学者认为“三治”各
有侧重，有优先次序，但更需要同时发力、交织前进（郁建兴、任杰，２０１８）。
还有学者认为正确处理好基层社会“三治”模式的协同关系，有利于打造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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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黄浩明，２０１８）。第二，党建视角。党建引领是中国
社会建设和社区治理的鲜明特色（张艳国、李非，２０１８），在实践中实现了与社
区治理的有机融合。例如，有学者在对“红色管家”项目的追踪中发现党建引
领是社区治理创新规避内卷化的关键（张晨、刘育宛，２０２１）。还有学者发现党
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动员与服务，推动了超大社区的有效治理（黄六招、顾丽
梅，２０１９）。第三，技术治理视角。技术治理的研究主要从工具价值与技术赋能
角度切入，用以提升社区服务的精准度。有学者以南京市五个社区为研究对象，
构建了智慧社区建设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吴旭红，２０２０）。有学者认为智慧社区
建设是理论、技术和实践三重逻辑的高度统一，完善顶层设计、加大资源投入、
调整政社关系以及培养新型智慧居民是未来的进路（曹海军、侯甜甜，２０２１）。
还有学者表达了对于技术治理的担心，可能造成结构性的信息失准和技术治理
效用边界的超越（李宜钊、徐艳晴，２０１９）以及技术工具性赋能引发的价值异
化（王倩、危怀安，２０２１）。

从以上三种视角，学者们开展了大量规范性和经验性的研究，在社区治理
中多强调制度、技术、规则等硬治理方式，但硬治理的规则性、清晰性与社区
治理场景中的模糊性往往较难相容。过分推崇硬治理，可能增加基层治理的系
统性风险。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关爱”“互助”“宽容”“忍让”等柔性因素
蕴涵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和治理资源，似乎更加适配模糊性社区治理场景。

（二）女性与社区治理
公共行政图景中，女性在国家政治参与中是“典型的在位，却很少在高

位”，只要行政事业缺乏性别视角的职位区分，女性就缺乏选择的余地，她们或
是采用男性化的行政身份，或是接受官僚等级制中的边缘地位（斯蒂福斯，
２０１０）。

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权运动起自西方，兼具学术导向和行动导向，总体趋向
从被忽略、被边缘化、寻求男女平等，到从生活日常和社会结构中重新发现
“性别”，阐述性别差异和在某些领域的性别优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西方
女性主义思想的进驻，中国的女性研究进入繁荣期，开始反思“阶级”中的女
性，主流话语中的“男女平等”让位于“男女有别”，“差异政治”代替“平等
政治”，政策实践中要求“优抚女性”，试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制度（郭
夏娟，２０１６）。关于中国女性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对女性参
与社区治理的性别失语现象以及如何拓宽女性的社区参与渠道进行了探讨。传
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常常对女性避而不谈，女性参与生产与社区管理工作被认为
是“自然的”，是不被重视的（Ｍｏｓｅｒ，１９９１）。历史的变迁让女性从幕后走向台
前，组织引领和多元推进是增进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詹虚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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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二是从历史与现实维度（郭夏娟，２０１１）、女性自身发展（孔海娥，
２００９）、社会文化维度（邹海霞，２０１５）等方面挖掘女性参与社区治理的价值。
社区作为女性活跃的空间，其性别属性常常受到遮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妇女
与发展”理论不仅将妇女作为变革的实体，而且关注到女性的实际需求和生活
日常（丁瑜，２０１９）。学者将社区描述为女性化空间，女性的主体性体现在日常
实践中，社区价值与女性价值不谋而合（王小波、谭琳，２００７），究其根源在于
社区治理逻辑更多遵循的是过程导向、情感导向与参与导向（刘建军、张兰，
２０１９）。总之，在中国城市社区发展进程中，学者们对女性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
关注，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文献回顾显示：第一，作为“行政末梢”的社区治理，理性化的法律、制
度与技术等治理途径是否匹配模糊性的社区场景，是否会冲撞当前情感化、半
熟人化的社区场景，是否完全实现了执政党一贯追求的人民满意政府的建设目
标？韦伯曾关注到以上的“理性牢笼”问题，但既有研究缺乏从微观层面对这
些问题的回应。第二，社区治理的情感维度研究相对缺位，即社区工作人员与
民众的情感互动是如何影响社区治理的？社区的治理现实正如克雷默所述，“人
类关系位于治理的中心，所有公共服务都是为人服务，必须在情绪层次上与人
交流，可以说人与人的关系是治理的ＤＮＡ”。技术治理、制度治理等硬治理途径
有时缺乏对处于治理核心的“人”的关心，理论界与实务界都意识到情感的治
理价值，但是缺乏微观机制的探究。第三，学界从女性视角研究社区治理的知
识进展与社区中女性参与的现实显得很不相称。既有研究显示出女性思维和行
为方式在社区治理中的优势和潜力，但在相对模糊的社区治理情境下，其在生
活与情感秩序的维系中的作用机理尚有待于进一步发现。

（三）分析框架
本文试图建立“模糊性” “柔性因素”与“柔性机制”的内在关系，以此

理解模糊性社区治理情境对柔性治理的迫切性要求。简言之，女性柔性因素决
定着产生何种柔性机制，柔性机制是如何促进社区治理效能的，三者的关系如
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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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本文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社区治理必须直面社区民众生活的模糊性。模糊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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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现为：第一，治理事务的模糊性。治理的“约束条件” “治理机制”与
“行动策略”可能存在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孙志建，２０１２）。第二，利益边界
的模糊性。社区生活事务多数缺乏明晰的利益边界，并且社区治理涉及多元利
益主体的价值判断，其利益的内涵及外延存在不同的演绎与界定。第三，话语
体系的模糊性。现代治理话语体系融合了“善治、和谐、幸福、公平”这类模
糊语言，社区治理中能精确测量的事务少之又少。例如，在“送温暖行动”中，
领导会深入到民众中询问“生活如何、收成怎样”等看似笼统的提问，民众常
以“很好”“不错”等信息回答（王雨磊，２０１８），这种无须精确的话语达成了
领导与民众双方的情感互动。此外，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我们很难对世界上
万千事物进行精准度量与评价，比如对一个人外表评价“８５分”的基数评价未
必比“漂亮”的模糊评价效果更好（王印红、王刚，２０１３）。

法律、技术等硬治理时常难以完全适配模糊性的社区场景，居民间为了产
权的清晰界定可能造成的争议或诉讼，伤害了和谐社区建设的应有之意。与硬
治理相反，以情感互动为主要方式的柔性治理或许更适合模糊性的社区场景，
理解、让步、温暖等因素的叠加，小事不争论谁是谁非，小利不锱铢必较，更
利于建设有温度的社区共同体。女性与情感劳动具有天然的连接性，女性所具
有的“做事细致、热心公益、关爱弱势群体、与人和善”等优势是有共识的，
女性的共情、温暖、细心等感性特征是广泛存在于社区治理中的。基于此，本
文从女性视角切入，基于模糊性的社区治理场景，探究共情、细心、暖心等柔
性特质对城市社区治理施加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柔性因素并不必然与男性
特质相对，男性在很多场合也呈现柔性特质。本研究提出以下解释框架（如图３
所示）。

ABC89:;<DE

;<FG

HIJK

LM>N

OPQR

SC;<T4UV

CWXY：9:[C\]^_

!"、$%、&%、'%、(%

`a

bcd

ef-

ghd

ijk

SC;<lm

)*+,"-+,

-.

/0

12

/0

34

/0

5$

/0

67

89

:;

<!

=>

?@

图３　 本文的解释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柔性治理能够发挥能动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外在原因是社区治理存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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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糊性的条件，内在原因即社区情感秩序与生活秩序的获得并非是制度、产
权等硬治理方式能够完全供给的。女性的柔性因素繁多，本文侧重关注那些在
社区治理中具有显著价值的因素，这些柔性因素融进模糊性的社区场景，形成
重在维持城市社区情感秩序与生活秩序的感化机制、带动机制、信任机制与精
细化机制。本文以Ｑ市多个社区中的女性社工为观察对象，考察她们是如何将
柔性因素作用于模糊性的社区场域，产生治理绩效的。

三、性别视角下社区治理中的柔性因素与治理绩效

（一）方法选择与案例介绍
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是本文主要的资料获取方式。选择多案例比较的研

究方法，主要原因：一是通过多个社区的案例比较，观察女性社工在治理中的
实际样态，挖掘共同的柔性因素。调研获得的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相结合在增
加客观性的同时，也细致描述了女性社工参与社区治理的全貌。二是多案例研
究可以有效弥补单案例偶然性以及证据力不足的情况。三是通过多案例对比以
全面总结女性社工的柔性治理绩效。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选取了Ｑ市Ｅ社区①、Ｙ社区和Ｃ社区三个典型案
例。本文的一手资料皆是笔者在２０１９年９月至２０２１年６月期间多次实地调查
获得的，并在疑惑之处进行了电话补充访谈，对调研获得的录音、图片与文字
均进行了整理。三个社区在成立时间、社区规模以及外部资源条件上虽有不同，
但女性社工数量却均占据压倒性优势，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治理绩效。Ｅ社区
男女社工比例为２：１７，服务人口总数为３ ２万人；Ｙ社区男女社工比例为４：
１０，服务人口总数为０ ８万人；Ｃ社区男女社工比例为１：６，服务人口总数１万
人。通过对以上三个社区中女性社工的观察与访谈，以呈现她们的柔性因素与
治理绩效。

（二）性别视角：社区治理中的柔性因素
两性特质存在差异不单单是性别结构和功能差别的原因，变迁中的文化传

统和社会建构起着重要作用。社会环境影响性别差异；反过来，性别特质又通
过身体和意识作用于社区互动，影响社区治理。调研发现，以下女性特质有助
于适配模糊性的社区治理环境，在与民众的情感互动中，增进了“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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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民满意”的双重价值追求，呈现出独特的治理优势。
１ ． 共情：拉近距离，理解对方
社会学家乔治·米德认为共情是社会性智力的决定基础（吕勤，２０１９）。共

情是换位思考，理解并感受他人遭遇的能力，通常而言，女性具有更强的共情
倾向性，比男性有更多的代入感、换位感和同理心。尽管官僚组织研究的先辈
马克斯·韦伯对情感因素持拒斥态度，但在中国社会治理经验中，情感有着独
特地位，诸如中国司法实践有情理法交融的机制，“送温暖”活动会增进领导与
民众的情感互动（王雨磊，２０１８）。具体到社区，情感共鸣以日常交往中主体间
的互动为主轴，体现在主动倾听、换位思考、情绪感染以及表达尊重等与情商
相关的层面。

首先，共情体现在社区内部成员间的换位思考与相互理解。三个社区都会
将工作分为多个常规模块并且每个模块有相应社工负责，这种工作形式并不是
简单的轮流制、分工制。工作繁忙时，社工之间经常相互理解、相互协调，同
事间的互相支持和帮助构成了社区日常工作的温馨画面。

平时同事如果有忙不过来的事情，只要自己没什么事情都会主动帮忙
（访谈记录ＥＦ０１①）。我们是一个团体，如果别人任务多，我会主动帮忙
（访谈记录ＹＦ０１）。工作职责虽然清晰，但实际实施中是复杂的，需要同事
之间相互配合（访谈记录ＣＦ０２）。
其次，女性社工的共情弥合着国家治理规则与居民情感需要之间的缝隙。

在公共服务中捕捉关于“感受”的内容，是社区治理提高公民满意度的关键
（盖伊等，２０１４）。感知居民的处境继而展现理解的态度，体现出对服务对象的
换位思考以及尊重。诸如老人等特殊群体对政策有疑惑时，女性社工常常会用
换位思考的方式诠释政策，并尽可能地提供便利。

多理解，谁家都有老人，来一趟不容易，能办好都尽量办（访谈记录
ＥＦ０１）。居民打电话时我会详细告诉他们办事程序和所需材料，尽量让他们
少跑腿（访谈记录ＹＦ０１）。有时同事不在但来了居民，我会将相关情况告
诉居民，别让他们着急（访谈记录ＣＦ０２）。
最后，依托各类活动与组织平台破除社区人际交往的藩篱以促进情感交流。

Ｅ社区以“悦享生活”为主题，成立了生活曲艺队、广场舞队等多支队伍；Ｙ
社区在政府支持下，打造了集政治生活、社区服务、居民活动为一体的公共空
间；Ｃ社区以吸纳第三方公益组织为主线，建立了社区活动中心。居民聚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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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编号规则：女性社工用“Ｆ”表示，男性社工用“Ｍ”表示，居民用“Ｒ”表示，字
母后的阿拉伯数字代表访谈的第几人。基本原则是将社区、访谈对象以及访谈数量进行组合。
例如，ＥＦ０１表示“在Ｅ社区访谈的第一位女性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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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交流育儿心得、分享生活经验，在表达和倾听的过程中增强了情感联系。
２ ． 细心：考虑周详，精细服务
面对由纷繁复杂的日常事务、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千姿百态的生活碎片

构成的场域（唐晓勇、张建东，２０１８），社区治理的政策不能生硬地加在具体而
细微的社区服务中。面对居民求助，社工需要细心去倾听、理解，区分各类事
项，并迅速做出恰当的行动以回应诉求。细心是指心思细密、考虑周详，具有
高度的敏感性、较强的观察力。一般而言，女性相比男性情感更细腻，对事物
的感知力更强，她们细心的情感源自对家庭的照顾，多与最平凡、最日常的生
活层面紧密相关。

其一，精心打造社区公共环境，关注生活中的隐秘。三个社区都有为民服
务的细心做法。例如，Ｅ社区在光照好的公共区域设置晾衣绳，定期清理社区
“牛皮癣”，喷洒药物时提醒居民收好衣物防止喷溅；Ｙ社区在公共区域提供了
养宠物居民所需的铁铲，为未带伞的居民递上一把雨伞，为居民清理楼道杂物。
正是这些未纳入公共政策的细微关切提升着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其二，专注于社区服务本身，构筑多元渠道对接居民需求。社区借助微信、
微博、ＱＱ等网络工具，突破现实空间交往的局限性，全时段保持与居民的沟通
与信息传递，将生活知识和公共政策向居民纵深传递，构筑起高效互动的桥梁。
女性社工维护着社区的“线上网格群”秩序，以小区为单位建立微信群，并为
有养老服务、孩子教育需要的家庭建立专门的业务指导群。这些即时的信息沟
通和精准的服务措施，在为居民提供温暖服务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的社区获
得感。
３ ． 耐心：琐碎事务，不厌其烦
社区情境模糊且多变，需要社工运用包括情绪劳动在内的多种方式，协调

居民的想法、行为与诉求，其中许多难以一次性完结的事务考验着社工的耐心。
耐心是指面对繁重、琐碎的社区事务时耐心讲解、不厌其烦。社区是连接国家
与社会的桥梁，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对政府治理
成效的满意度。

面对社区复杂的矛盾样态，一件邻里纠纷往往需要多次调解，每一次调解
都是对社工耐心的挑战，需要她们不断调整自身的工作状态，保持平和与谦恭。
工作经验的积累有助于社工运用有效的情感表达方式。工作娴熟的、有耐心的
女性社工在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遇到多变、不友好的居民时，既要管理好自
己的态度，又要照顾居民的情绪。耐心是一种工作方式，也是一种服务态度。

做好社区工作必须能耐得住性子，只有当居民真正感受到我们是在为他
们考虑，工作才能干得顺手（访谈记录ＥＦ０５）。居民闹矛盾肯定是有诉求
的，也肯定是想解决问题，我们就得一次次地协调解决（访谈记录ＹＦ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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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耐心给居民做好解答，讲究一些方法，比如语言、语速、表情、神态，
这些细节都得把握好才行（访谈记录ＣＦ０２）。
４ ． 暖心：情感互动，温暖彼此
暖心是关爱、关心和体贴。爱是人类的本性，爱及他人是人类的美德，施

予爱不仅可以获得自身的满足与尊重，而且有助于建构美好和谐的社区关系。
盖伊认为，关爱是开展基层公共服务工作的方式之一。女性经常比男性更多地
被期望履行关爱的职责，一是源于女性丰富的情感天赋，二是社区和谐关系塑
造的需求。社工微观的暖心行动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将关爱者角色
带入社区公益活动。女性社工会将作为女儿、母亲、妻子、倾听者、协调者等
关爱类角色带到社区工作中。三个社区中负责公益活动的社工均为女性，组织
的活动包括知识学习、爱心帮助、经验分享、文明宣传等多个层面，女性社工
的宣传与鼓励增进着居民参与的热情。另一方面，将温暖送入社区特殊居民家
中。送温暖不仅是为社区范围内的鳏寡孤独、耄幼穷弱送去物资之需，更多的
是激活和调动居民的日常情感，让互动仪式化，让民心温暖化。逢端午、中秋
这些重要节日，女性社工们会组织包粽子、做月饼等活动来增进与居民之间的
鱼水之情。此外，送温暖活动不乏新意，如Ｅ社区为环卫工人“送清凉”、提供
周末小课堂；Ｙ社区组织老人体检、开设政策解读坊；Ｃ社区将影院“搬”到
小区楼下、上门为老人理发。这些看似普通的女性社工与居民的互动，却彰显
出暖心的情感纽带作用。
５ ． 热心：热情付出，赢得尊重
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虽然城市发展更多表现了男性的生理与心理特征，

但女性特质是使城市富有活力的关键因素（孙逊、陈恒，２０１４）。社区治理内容
糅合了生活的多个镜面：一方面，社区重复、琐碎的工作可能会消耗工作者的
心力，无形之中消磨着社工的热情。另一方面，社区工作报酬大多低于一般社
会收入水平，但女性社工却将充沛的热情投入到社区工作中。黑格尔在《精神
现象学》中探讨了最初之人为承认而斗争，“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部分
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社工在与民众的情感互动中得到了称赞、尊严和荣誉等回
馈。人们不仅渴望一些外在的东西，同时也渴望对自己的价值注入积极评价，
这些评价通常是认识到自己价值的人作出的（姜亦炜等，２０１９），社区工作者的
热心互动与民众的交口称赞利于形成良性循环。

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与服务他人的机会常常是一种有力的驱动。Ｅ社区进行
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时气温很高，居民经常关心地问“你们热不热啊”，看似普通
的问候，却饱含着暖心互动。女性常常被定义为积极的、充满情感的、有成就
感的持久性工作所吸引。

和社区大妈聊会天都能成为我们的工作内容，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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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眼神，一个微笑，一个细节，我们觉得这份工作是值得的（访谈记录
ＥＦ０１）。事多了可能会顾不上家，心情会低落，但居民认可了，就很有成就
感（访谈记录ＹＦ０１）。办完活动可能会发个朋友圈，朋友给我点赞时，我
就感觉到很自豪（访谈记录ＣＦ０１）。
女性社工感受到被“承认”，其行为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回应性（盖伊等，

２０１４），这有助于她们在进一步工作中灌注热情。“热心肠儿”是居民对很多女
性社工的赞誉。

什么事都可以找她们，车辆停放、维护维修、入户调解、消杀昆虫，都
能帮着解决，是一群热心肠（访谈记录ＥＲ０３）。
这种良性互动有助于构建和谐、融洽的社区关系，也调和着社会治理中的

制度理性与模糊性社区中的生活情感的张力。
当代基层社会的治理内容之一，就是不断强化国家治理中的基层组织动员

能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一直是执政党的政策方针，在
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的情感动员模式甚至是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因素（裴宜理，
２００１）。在基层社区工作中占据较大比例的女性社工的柔性因素、情感互动是建
构和维持国家治理的基层秩序的重要内容，也是执政党建构和汲取合法性的重
要方式。社区治理的目的由社会稳定到人民满意，这些柔性因素构成了基层治
理达成“人民满意”目标的基础性要件，中国走出物资短缺时期进入新时代，
建构人民与党和政府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柔性因素更不可或缺。

（三）柔性治理的绩效
处于模糊性社区治理场域，柔性因素产生治理效果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这种变化已渗透进社区生活的各个层面。本文对社区的绩效评价采用满意度、
归属感、凝聚力等模糊性概念，评价信息来自于社区的田野调查与已获荣誉。

首先，社区满意度与参与度提升。女性社工善于解决生活中“家长里短”
“零零碎碎”的事务，暖心、热心的服务促使居民在情感与行动上有着积极
回应。

我们的事情人家不嫌小，能解决的都能给解决，做得很不错（访谈记
录ＥＲ０１）。
社区生活的期待图景与现实状况之间的距离得以尽可能地缩小，这种看得

见的满意就是因为满足了居民的治理诉求（李钊，２０２０）。三个社区每年均有多
项固定的服务项目以及定期的服务活动，调研中居民有着广泛的参与意愿。

周末不想走太远，多在社区参加活动，小朋友们玩得也很开心（访谈
记录ＥＲ０３）。我去理过发，在活动中心参加过活动，没事去玩玩很好的
（访谈记录ＣＲ０１）。
其次，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增强。社区大环境的营造需要每位成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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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精细化的暖心服务给居民做出一个好的引领，居民有意愿遵守社区治理的
“软规则”。

现在居民意识都高，社区建设得好，我们也会保持好（访谈记录ＥＲ０２）。
社区宣传垃圾分类工作做得挺好，我挺愿意配合（访谈记录ＹＲ０１）。
最后，社区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和荣誉（见表１）。

表１　 社区荣誉汇总
Ｅ社区 Ｙ社区 Ｃ社区

荣誉

市级基层党建示范点、
群团工作先进单位、公
共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文明社区标兵等

全国志愿服务示范站、
社会科学普及示范社
区、理论宣讲基地、高
校资源进社区示范点等

科普文明社区、 “爱心
陪伴”十佳志愿者活动
基地、关心下一代工作
先进集体等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模糊情境下社区治理柔性机制阐释

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互惠、关系网络等精神内核能够促进多方合作的社区
治理组织网络的建构（姜振华，２００５）。女性社工柔性因素运用的结果为社区提
供了信任、互惠与关系这些社会资本，以此构建起与社区共同体建设、社区善
治议题联结的柔性机制，这种机制深度依从于治理场景，又以社区和谐为导向。
从行为主体来看，她们的情感性互动与人格化示范，巩固着她们所代表的基层
政府与民众的血肉联系，促生了民众情感性的治理认同。本文把这些作用机制
归纳为感化机制、带动机制、精细化机制和信任机制。其中的单一机制并不必
然对应某一柔性因素，更可能是多对多的联结，感化机制、带动机制和精细化
机制更多的是女性社工将柔性因素作用于居民，信任机制是居民的互动性回应。
从情感与生活维度出发，感化机制、带动机制与信任机制增进了基层组织与居
民的情感联系，精细化机制则从任务完成维度缓和了模糊性场景与精细化管理
之间、某些硬性政策执行与民众灵活性需求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当然，各机制
之间的关系是交叉的，也是粘连的，在一定条件下还能相互转化。

（一）感化机制：邻里之争转化为宽容忍让，从各执己见到理解包容
弗洛姆（２０１８）认为，社会工作需建立一种“爱”的实践艺术，具体包括

规范、专心、耐心和最大关注。以此来看，柔性因素蕴含着社会工作需要的实
践艺术。广大女性的情感劳动许多时候被矮化为平常琐碎，而恰恰是这种无形

７７

女性何以增进社区治理效能？◆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的柔性因素在实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它以“爱”为初心联结着社区治理的
模糊性诉求。

首先，共情、细心、耐心等因素构成社区治理实践的艺术。面对多元化、
异质性的居民诉求与硬性政策规定时，柔性因素的融入能够感化居民，为被矛
盾激怒的居民搭建起友好平等对话的公共平台。因个人利益冲突造成的居民关
系紧张、邻里纠纷是社区生活的破坏性因素，三个社区女性社工数量都居多，
发挥柔和、耐心的性格特质是处理社区纠纷的能力与优势所在。工作中展现的
“面柔”“心柔”“语柔”已然将情绪劳动、关切与情绪调解这些概念深入到社
区治理实践。在社区范围内单纯以讲“理”的途径解决社区事务有时收效甚微，
这种“理”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是道理的意思，也绝非是情的对立面，女性发
挥柔性作用将理寓于情中，赋情于理中，模糊利益边界，推崇宽让品德，从而
更好地感化双方，调解争议。从社区治理的现实而言，基于共同情感的良好互
动是维持社区秩序的稳固性力量。

女同事最大的优势就是柔，更能和居民聊，调解纠纷能力比较强，可以
更多地感化他人（访谈记录ＥＭ０１）。女同事比较细心，观察事情细腻（访
谈记录ＹＭ０１）。她们同情心更强，关心有困难的居民时会更周到（访谈记
录ＣＭ０１）。
其次，感化机制在平衡政策的一般性与居民需求的灵活性之间发挥着重要

作用。基层政府不能仅仅回应民众需求，还需要管理民众需求，因为民众需求
有时是“模糊”“善变”的，存在不合理成分。基层政府不能一味迎合民众需
求，要善于引导和管理民众需求，避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掺杂着个人情绪
的社区事务给治理带来了挑战，治理难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公众的规则意识、
法治意识薄弱，有可能是社区治理场景的模糊性造成的，比如利益边界、语言
的模糊性都可能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社
工情理共施、柔性互动、坦诚以待，往往使居民放下芥蒂，实现良好沟通或者
利益分歧上的理解与让步，这其中因女性社工具有的柔性因素而形成的感化机
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二）带动机制：冷漠自顾转化为共商共治，无人参与到出力出智
在流动性与异质性的社会背景之下，社区居民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职业

内容和家庭状况，形成社区共同体的心理和情感动力是匮乏的。每个小区都汇
聚了不同利益、不同诉求、不同情感，女性社工通过柔性融合着民众个人特质
和社会关系特征，蕴含着“太极”的智慧，消解着“不同”，引导着“共同”。
作为一种有治理目标、有价值取向的柔性引导力量，人们倾向于合作、信任、
理解、同情，从而增强了居民情感接受与行动支持的可能性，促进了社区治理
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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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因素最直接的作用是在新的地缘基础上培育“熟人社区”，以带动居民
参与社区治理和实现资源动员。中国社会从现实层面到价值层面都是一个重视
关系的社会，良好的人际关系强调感应性、互应性，这恰恰是柔性治理所擅长
的。从女性视角来看，治理中一般强调的是水平而不是垂直关系，人际之间应
该是相互尊重的关系（斯蒂福斯，２０１０）。女性社工的柔性联结增进着人际之间
的互惠、声誉与信任，熟人网络得以拓展，社区基层组织实现共治的难度自然
而然降低。如此这般，社区重大事务一旦出现，居民被社区带动的行为随之启
动，柔性治理的功能实现着名实之间的转换。此外，带动机制在无形之中消解
了治理的外部成本，减少了社区在资源配置上的无效和损耗。Ｅ社区的鲜花店
无偿供应活动时需要的鲜花，牙科免费给儿童检查牙齿，居民组成“七彩心志
愿者”“帮帮团”；Ｙ社区吸纳老师志愿教国画、舞蹈、柔力球，设置免费托管
课堂；Ｃ社区鼓励居民自荐楼长、烘焙师举办“ＤＩＹ”公益活动。带动机制产生
的治理效果弥合着社区内部的模糊性利益边界，小事不必锱铢必较，继而在社
区中产生新的社会关系，缝合了社区居民的疏离感。

（三）精细化机制：传统空间转化为精细网格，社区服务到户到人
斯宾塞认为，现代社会会带来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司汉武，２０１４）。社区的

公共政策规定了治理的原则、目标及适用条件，但实际执行时不得不面对社区
治理的模糊性场景。政策环境迥然各异、政策客体千姿百态，让政策面面俱到、
精准施策实属困难。虽然普适性的政策难以精准化，但是社区治理却可以瞄准
居民的个性化需求，配合公共政策文本实现精准施策与灵活施策的双结合。

本质而言，女性的社区角色是家庭照顾者向社区的延伸（徐玖玖，２０２０）。
女性作为社区生产者与责任者的思考与行动会增进精细化治理效能，许多精细
化做法是女性将生活经验运用到社区工作中的表现。Ｅ社区形成精细服务模式，
即提供“小方便”顺民意，建立“小台账”知民情，化解“小问题”解民忧，
在“小事不嫌小”中打通精细之道。案例中三个社区的精细化做法，例如“在
公共区域提供铁铲”“清理楼道垃圾”“为未带伞的居民递上一把雨伞”等一系
列的细节服务，让居民感受到精细是切实融入到生活中的。精细化服务机制注
重事情的微小性及便利性，居民获得了良好的生活体验与感悟，其慢慢浸入到
社区居民的精神和情感层面。

（四）信任机制：任务阻滞转化为稳步推进，心理不信任到积极配合
社工与居民形成密切的交往纽带与积极的信任互动是构建人民满意的服务

型政府不可或缺的条件，正如霍利斯所认为的：“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
是治疗一切的基础。”如果将社区治理行动看作是社工与居民之间的博弈，那么
缺少信任要件的行为互动很可能是零和博弈。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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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倾听理解、坦诚相处、暖心互助，信任关系的构建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
信任可以让社区居民更容易达成集体共识，更容易为了社区共同体建设展开集
体行动。女性社工在与居民的互动中，其运用的柔性因素如宽容、礼让、暖心、
沟通等，就像是不断存入“情感账户”的信任货币，既促生了社会资本，也提
升了居民满意度。

社会资本的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信任机制的构建有助于居民行
动上的接受与心理上的配合，合作行为得以产生。居委会一度被称作“类行政
组织”，但被分派任务时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行政权，且治理事务本身就是模糊
的。这些任务如果没有获得居民的认同与信任，执行效果则会大打折扣，这可
以体现在三个社区的居民积极配合人口普查的信息收集、社区防疫、垃圾分类、
环境整治、道路疏通等工作当中。正是以“信任”为核心的互动机制，构建了
长效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实现消息互通、角色互换、情感互融，可以有效调
节多方复杂的利益诉求。居民则更愿意以低成本甚至不计成本的方式为他们所
在的社区开展志愿活动，社区共治的行动得以达成。

五、结论与启示

鉴于社区治理环境的模糊性、公众服务诉求的多元性，社区作为国家治理
的基础，不单纯是物质层面的输出，往往涉及多方复杂利益的调和与平衡（何
哲，２０１９）。当前社区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是如何平衡各方利
益关系，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社区”这一基本共同体的建设。社区虽
有各种类型，其不变的特征是地域相近、利益相关、文化相通、情感相连（邓
大才，２０１６），它的建设既需要法治为基础也需要情理为补充，更准确地说，法
律保底线，情理浸润其间。基于组织、制度、技术的硬治理在“现代性”社区
治理作用增强的同时，更侧重情感交互、文化传统的柔性因素在社区共同体建
设中的价值无疑同样不能被低估。这些在西方多数社会科学家眼里“不现代的、
不科学的、不理性的”柔性因素，在模糊性的社区治理环境中，以“亲和、温
暖、理解、互让、荣誉”为主要形式，浸润于社区治理，往往更能打开局面，
达成社区和美。本文以Ｑ市“女性”社区为案例，从女性的视角挖掘柔性因素
及其背后的治理逻辑，有以下的发现与政策启示。

第一，模糊性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场景，由于治理事务的模糊性、利益边界
的模糊性、话语体系的模糊性、认识标准的模糊性，社区生活能真正做到精确
的内容并不占多数。社区治理目标需要在模糊性基础上达成，那就需要适合于
模糊性条件下的治理方式。社区中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的维持需要自上而下
的国家治理的法律基础、制度基础和技术基础的不断完善、优化与进步，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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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不仅仅有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还有生活秩序与情感秩序，这些秩序的维
持依赖民众日常的生活互助和情感互动，其中柔性因素是政民互动的“润滑剂”
“黏合剂”，它与模糊性契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的全部图景。

第二，以国家与社会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治理图景，它们更像是“太极图”，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从来都是模糊的。理性的官僚制是国家治理和社会
治理不可或缺的共有治理工具。当前中国基层社区治理工作多被体制吸纳，成
为学者眼中的“行政末梢”，但因基层社区治理主体身上的柔性因素糅合而成的
柔性机制与理性官僚制形成鲜明对比，却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紧紧地黏合在
一起。“行政末梢”的特点决定着她们是组织的输出者和输入者，在与民众的互
动中，柔性机制更适配模糊性的社区场景，社区和谐更取决于情感的塑造，而
情感的构建又来自于社区生活的柔性因素的传导、感染与模仿的微观机制。当
然，更为重要的是，柔性治理不仅仅是社区治理的形态，也应该成为国家治理
关注的重要形式。基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国家治理的柔性维度。本案例中凝
练的女性自身所具备的共情、细心、暖心、耐心、热心的柔性因素发挥着柔性
治理的作用，提升着社区满意度、归属感、凝聚力与参与度。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同样需要从基层社会中汲取相应的非制度性资源，以便夯实自己的合
法性基础。因为在社区治理的现实中，存在大量情感与政治互相关联的现象，
社区工作人员很难定义为法律上的自治者，他们表现出的柔性因素，以及由柔
性因素形成的作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国家治理“人民满意”的价值追
求，也架设了抽象的国家治理与普通民众情感的桥梁。

第三，女性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半边天”，其作用常常不被重视。特别是
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女性的比例超过男性，成为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Ｅ
社区工作人员男女性别之比甚至夸张到２ ／ １７，笔者走访过的相当多的社区也呈
现类似的性别结构，显然这并非偶然。如果说刚性治理是以“规则”为中心，
柔性治理则是以“情感”为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感化、带动、参与及信任比
法律、技术治理在社区共同体建设中，更注重长远，更有效果。案例中的女性
角色则将柔性治理发挥得恰到好处，本文以此为案例阐述了“女性—柔性因素
—柔性机制—和谐社区”这一基层社区治理的逻辑链条，这一链条既融合了女
性特质也融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因素，从而为更广大的中国基层社区治理提供或
者确认了另外一条治理路径。当然，这个知识发现解释了女性在社区治理中的
“不合理”的性别地位，凸显出女性在社区中的特有贡献。社区复杂的利益关系
和博弈均衡需要更清晰的规则体系，但鉴于社区模糊性场景和规则体系的滞后
性和非完备性，柔性因素浸润其间，柔性治理将可能是长期社会治理的重要
侧面。

当然，案例研究有其自身的不足，它作为一项探究性研究还难以提炼为一
种治理模式，推广应用的意义有待于后续研究与实践的进一步证实。此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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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个体的柔性或许并不比某些男性更高，女性个体中的勇毅、果敢与决断也更
值得挖掘。本文有意模糊处理了男性的柔性因素、女性的刚毅因素，作为一个
社区治理中的女性群体画像，其柔性因素的挖掘似乎并不精准，但也符合了本
文的模糊性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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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４：４７ － 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丁瑜（２０１９）． 妇女何以成为社群主体———以Ｇ市Ｌ村妇女自组织营造经验为例． 妇女研究论丛，４：４９ － ６４．
Ｄｉｎｇ，Ｙ． （２０１９）． Ｗｈｙ Ｗｏｍｅｎ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Ｇ Ｃ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４９ － ６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郭夏娟（２０１１）． 性别与城市社区安全：“低阶政治”视域中的女性参与． 妇女研究论丛，３：１３ － ２１．
Ｇｕｏ，Ｘ． Ｊ． （２０１１）．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１３ － 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郭夏娟（２０１６）． 追寻正义：女性主义正义论的中国之旅． 浙江学刊，２：４３ － ５０．
Ｇｕｏ，Ｘ． Ｊ． （２０１６）．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４３ － ５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浩明（２０１８）．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行政管理改革，３：３９ － ４４．
Ｈｕａｎｇ，Ｈ． Ｍ． （２０１８）． Ｂｕｉｌｄ ａ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３：３９ － ４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六招、顾丽梅（２０１９）． 超越“科层制”：党建何以促进超大社区的有效治理———基于上海Ｚ镇的案例研究． 经
济社会体制比较，６：６２ － ７０．
Ｈｕａｎｇ，Ｌ． Ｚ．，＆ Ｇｕ，Ｌ． Ｍ． （２０１９）．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Ｈｏｗ Ｃ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ｕ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Ｚ Ｔｏｗ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６：６２ －
７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何艳玲（２０２０）．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显现． 中国社会科学，２：２５ － ４５．
Ｈｅ，Ｙ． Ｌ．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２５ － 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何哲（２０１９）． 从硬治理到软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一个趋势． 行政管理改革，１２：１６ － ２３．
Ｈｅ，Ｚ． （２０１９）． Ｆｒｏｍ Ｈａｒ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ｏｆ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１２：１６ － 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姜亦炜、吴坚、晏志鑫（２０１９）． 荣誉与尊严：乡村振兴中的基层荣誉体系建设———基于浙江省新乡贤组织的调
研． 浙江学刊，４：１６８ － １８１．
Ｊｉａｎｇ，Ｙ． Ｗ．，Ｗｕ，Ｊ．，＆ Ｙａｎ，Ｚ． Ｘ． （２０１９）． Ｈｏｎｏｒ ａｎｄ Ｄｉｇｎｉｔｙ：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Ｈｏｎ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Ｓｃｏｕｎｄｓｍｅｎ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１６８ － １８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姜振华（２００５）．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河南社会科学，４：３０ － ３３．
Ｊｉａｎｇ，Ｚ． Ｈ． （２００５）．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ｅｎ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４：３０ － ３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卡米拉·斯蒂福斯（２０１０）． 公共行政中的性别形象———合法性与行政国家． 熊美娟，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
版社．

２８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Ｃａｍｉｌｌａ，Ｓ． （２０１０）．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 （Ｘｉｏｎｇ，Ｍ． Ｊ．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孔海娥（２００９）．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女性社区参与．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６：２１ － ２５．
Ｋｏｎｇ，Ｈ． Ｅ． （２００９）．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６：２１ － 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宜钊、徐艳晴（２０１９）． 精准扶贫中信息失准的发生机理———基于问题的复杂性与技术治理效用边界的解读．
中国行政管理，１１：１９ － ２４．
Ｌｉ，Ｙ． Ｚ．，＆ Ｘｕ，Ｙ． Ｑ．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１：１９ － ２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钊（２０２０）． 复杂事态中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再造———基于疫情防控的分析视角． 甘肃社会科学，３：５３ － ６０．
Ｌｉ，Ｚ． （２０２０）．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ａｎｓ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５３ － ６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建军、张兰（２０１９）． 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５：２４ － ３２．
Ｌｉｕ，Ｊ． Ｊ．，＆ Ｚｈａｎｇ，Ｌ． （２０１９）． 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５：２４ － 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吕勤（２０１９）． 共情与人际关系———结构、相关因素及干预实验．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Ｌü，Ｑ． （２０１９）．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玛丽·Ｅ·盖伊、梅雷迪思·Ａ·纽曼、莎伦·Ｈ·马斯特雷希（２０１４）． 公共服务中的情绪劳动． 周文霞、孙霄
雪、陈文静，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Ｍａｒｙ，Ｅ． Ｇ．，Ｍｅｒｅｄｉｔｈ，Ａ． Ｎ．，＆ Ｓｈａｒｏｎ，Ｈ． Ｍ． （２０１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Ｚｈｏｕ，Ｗ． Ｘ．，
Ｓｕｎ，Ｘ． Ｘ．，＆ Ｃｈｅｎ，Ｗ． Ｊ．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裴宜理（２００１）． 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 中国学术，４：９７ － １２１．
Ｐｅｉ，Ｙ． Ｌ． （２００１）．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４：９７ － １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司汉武（２０１４）． 知识、技术与精细社会．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Ｓｉ，Ｈ． Ｗ． （２０１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逊、陈恒主编（２０１４）． 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观念．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Ｓｕｎ，Ｘ．，＆ Ｃｈｅｎ，Ｈ． （２０１４）． Ｌｅｗｉｓ Ｍｕｍｆｏｒｄｓ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Ｌｉｆ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Ｎｅｗ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ａｎｌｉａｎ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志建（２０１２）．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３：５５ －７１．
Ｓｕｎ，Ｚ． Ｊ． （２０１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 Ｎｅｗ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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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ｓｅｒ，Ｃ． （１９９１）． Ｇｅｎｄｅ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ｅｎｄ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１：１７９９ － １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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